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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背景下，科技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助力作用备受重视。目前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实施进入了新阶段，但京津冀地区内金融资源和产业发展相关要素流动和影响及其空间依赖性尚未获得学界足够的关注。因此，以京津冀地区的1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空间效应视角出发，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新化3个维度构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综合使用“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及经济距离矩阵，优选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研究京津冀地区科技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金融聚集对本地及邻近地区也存在溢出效应，其中人力资本要素和政府干预程度在产业结构升级中起积极作用，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而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清晰影响。由此，主要得到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及完善科技金融体系、提升基础设施共享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等三方面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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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缮中文摘要、关键词后对应修改相应的英文内容】
[bookmark: _GoBack]Abstract: Amidst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integration strategy's new phase highlights the pivotal role of technology finance in nurturing new productivity and influencing regional industrial upgrades. Utilizing data from 13 cities, an index for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s developed, encompa-ssing rationalization, high-endization, and high-techization.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SAC)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finance agglomeration on this upgrade process. Findings indicate significant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s across the region, with technology finance agglomeration influencing bot-h local and nearby areas. Moreover, human capit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significantly a-ffec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s. The paper offers policy insights for enhancing financ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region's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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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结构的大背景下，要推动京津冀现代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家“十四五”规划是2020年提出，“新质生产力”是2023年提出】。要推动京津冀现代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这标志着经过十年的发展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重大国家战略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0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金融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助力作用。科技金融是为促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等作出的一系列有关金融政策、制度、工具与服务的创新性安排。2024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工作方案》，旨在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运行全过程的基础制度和机制建设，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模式将被启动，科技型企业将获得一系列有效的金融支持。
在中国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大背景下，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制造业高端化进程加快，形成了“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分工格局[1]；区域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全国发展“压舱石”的作用不可替代，并且提出要在高质量协同发展模式的确立上先行示范，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的样板[2]。然而，单独观察，北京、天津和河北的发展特征存在异质性：北京呈现出后工业化的特征，天津则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而河北正在努力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在协同发展的视角下，京津冀地区仍缺乏能够发挥主导作用的产业引领平台，高效的产业协同分工体系尚未形成，且存在省域和城市间的极化效应。产业集聚的区域分布不均衡，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存在较大发展梯度差距[3]，难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集聚效应。
金融体系在产业结构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的空间集中趋势日益显著，形成了金融集聚现象。而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可以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4]。在京津冀地区，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天津，这种空间非均衡特征对河北产生了虹吸效应。因此，研究京津冀地区金融集聚，尤其是科技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及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和探索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科技金融通过为科技创新提供资金支持和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直接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背景下，科技金融的发展也面临着挑战，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特别是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精准度和匹配度方面，这种局限性限制了对关键技术突破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需求满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科技、产业和金融三者之间形成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综上所述，金融集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协同效应、推动创新、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准入以及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科技金融作为金融集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技创新等机制进一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科技金融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但也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以更好地服务于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通过加强科技与金融集聚的联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构建高效的产业协同体系，京津冀地区将能够更好地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1 文献综述
科技金融服务集聚同时也会促进产业之间的的协同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脱胎于金融发展与产业优化、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最早Bagehot[5]在1873年关于金融体系的研究中指出其对产业结构的转移的影响。随后，King等[6]指出，金融服务与科技创新结合是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Hyytinen等[7]则提到，科技金融通过创新机制降低企业成本，从而促进产业优化。Marshall[8]和Porter[9]的产业聚集论成为研究金融聚集基础。按照Kindleberger[10]的规模经济理论和Arthur[11]的路径依赖理论，如果金融机构陆续集中到某一区域，外部规模经济不仅会吸引区域外的金融机构进入区域，而且还会提高行业整体收益，从而影响产业的结构性变化。
Park等[12]发现，金融聚集有助于金融机构在人才的专业化分工、信息传播、业务合作以及金融基础设施共享方面获取规模经济优势。Kindleberger[13]认为，科技金融集聚能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成本、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此外，Beck等[14]的研究表明，科技金融集聚的发展使小微企业的信贷配给更加宽松，由此激发这些企业的创新活力，最终使产业加速更新换代，实现结构升级。
国内学者对于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也同样关注。早在2007年，赵文昌等[15]就对科技金融进行深入探索，并给出完整定义；黎平海等[16]在区域研究方面通过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集聚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和拓宽融资渠道促进了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在全国层面，王韧等[17]对科技金融效率的结构异质性进行了讨论，发现以银行业为代表的金融集聚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近年来，王一乔等[18]的实证研究指出，科技金融聚集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性的促进作用，其中技术创新起到显著中介效应；陈阿兴等[19]的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显著影响；进一步地，郑燕巧等[20]通过分析29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讨论了数字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及其内在机制，指出产业数字化通过应用数字技术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发展，加速产业结构升级；于斌斌[21]运用285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指出在中国，金融聚集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随后王文启等[22]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最后，张明喜等[23]指出科技金融作为经济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科技金融的集聚实际上就是金融产业集聚的深化体现。
既有研究多从省级层面相对孤立地分析区域性科技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忽略了协同发展背景下各经济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尽管使用“0-1”邻接矩阵或地理距离矩阵来刻画个体之间的空间相关性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却未将经济因素考虑在内，忽视了空间相关性的多元性。本研究选取京津冀11个地级市共13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关注京津冀地区金融资源和产业发展的空间依赖性，从空间效应视角出发，经过科学的比较和判断后，选择最优的空间计量模型来研究京津冀地区城市层面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综合使用“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及经济距离矩阵来刻画个体的空间联系，以期能够丰富地理空间视角下京津冀地区金融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研究、提供更微观的证据。
2 科技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
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表明，金融体系具有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功能，而上述功能的发挥多通过金融集聚予以实现。从Greenwood等[24]、King等[25]、Levine[26]和Gehrig[27]等众多相关研究可知，事实上，金融集聚之所以能够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是因为其具有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
2.1    资源配置效应
金融集聚有助于金融机构将资源配置到新兴产业（或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从而引致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而言：一方面，金融集聚便利了各类金融机构对产业信息、客户信息和市场机会的搜寻与处理，从而将稀缺的金融资源自动配置到生产效率高的产业项目，迫使落后产业寻求升级或退出市场，保障了新兴产业成长的资金需求[28]；另一方面，金融集聚提升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专业化水平，改善了金融机构的整体运营效率，这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对处于创业期和孵化期的企业来说，更是契合了其各类非常规的融资需求。在上述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均得以提升，这种效应有助于将关键资源更有效地配置到科技创新领域，促进产业结构向高技术、高附加值方向升级。金融集聚区内的多样化金融服务能够帮助分散科技创新的风险，鼓励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和产业化中，这种环境有利于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伴随着高度的信息流动和知识共享，金融集聚区域的发展有助于金融服务机构更好地理解科技企业的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同时也会促进产业之间的协同发展。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致力于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融资、风险管理、投资咨询、市场推广等多元化服务。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生态圈能够满足科技企业在不被痛发展阶段【何意？！】的需求，助其健康成长。同时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强调创新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创新。金融机构联合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产业园区等多方合作，共同打造科技创新的金融环境，为科技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Wurgler[29]和Binh等[30]分别利用65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此研究的样本中包含香港】和欧盟26个国家的制造业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表明金融集聚通过引导资源配置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2.2    规模经济效应
金融集聚的过程和结果，不仅对金融机构本身，也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金融集聚是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相关机构以及为资金供求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社会组织（如资产评估公司、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等）往往会出现向特定区域集中的趋势。这种集中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金融机构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和基础设施共用，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信息搜集成本，削弱其与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整个地区的信贷供求便利和金融服务效率。另一方面，金融集聚是一个结果，一旦形成特定区域的金融集聚状态，涓滴效应带来的金融服务正外部性将为邻近地区的产业效率提升提供可能，为邻近地区的产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金融机构的集聚，为周边地区的企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金来源和更为专业的金融服务，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推动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打造密切关系的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这种集聚效应使得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内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共享资源、实现协同效应，进而吸引更多参与者加入，扩大金融有效供给，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的扩张和成熟进一步放大了规模经济效应、降低了创新成本，推动了科技企业的成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科技金融集聚通过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共同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促进了高效率、高增长的科技企业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2.3    创新激励效应
创新创业和技术进步需要完备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金融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金融资源、金融知识、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的深度融合过程，这个过程使集聚区域形成了一种鼓励创新和易于创新的创新生态，伴随创新资源的丰富、创新信息的扩散，集聚区域的创新速度和产业升级速度将显著高于其他区域。一方面，金融集聚可以有效缓解创新创业和技术进步等面临的资金约束，筛选出最有发展前景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为其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支持这些创新项目的长期发展和稳定成长，促进了技术创新的长期化和稳定化。另一方面，金融体系天然具有的风险分散功能，有助于降低创新面临的跨期风险和流动性顾虑，能够帮助企业和创业者分散及管理创新过程中的跨期风险、降低流动性顾虑，从而激励更多风险保守型主体参与到创新活动中来，激励风险保守型主体的创新行为[31]。创新项目的成功率提高，也为整个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持续的动力，为科技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创新环境。这种集聚效应激发了科技企业的创新活力，推动了产业结构向更高附加值、更技术密集的方向发展。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的打造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它通过构建多元化、综合性的金融服务体系，为科技企业提供从研发到市场推广全过程的资金支持和专业服务，从而加速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进程。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内的金融机构、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不仅促进了知识的共享和技术的转移，还通过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资源和人才投入到科技创新中。因此，科技金融集聚的创新激励效应与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的打造共同构成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强大动力，为科技企业的持续发展和产业的整体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bookmark: _Hlk171095092]2.4    知识溢出效应
金融集聚容易形成各种生产资源的融合，通过社会网络形成知识和信息共享机制，降低创新成本、加速知识扩散。同时，金融集聚改善了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形成更高效的交易网络、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使经济主体长期获取市场、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新信息，满足了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知识需求。特别地，金融集聚网络不仅能无失真地传递标准化的编码知识，还能突破地理限制，较好地传播非标准化的默示知识。由此可见，金融集聚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亦能借助知识溢出影响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迁。当然，金融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行政管理边界和市场分割等因素也会对上述溢出有所制约。科技金融的集聚同时也与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的打造密切相关。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圈内的金融机构、企业和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互动，促进了隐性知识的交流和专业技能的传播，为科技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持，进一步放大了金融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了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和产业融合，从而加速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区域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
假设2：区域金融集聚不仅有助于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还会对周边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结合相关机制理论，分析提出产业结构升级与产业集聚影响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科技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路径的理论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自相关模型（SAC）、空间杜宾模型（SDM）、空间滞后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至于何种模型更适合研究金融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目前不得而知，因此，先将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广义嵌套形式，再根据LM检验和LR检验的结果来优选模型。其中，LM检验包括两个部分，即Spatial error和Spatial Lag。
	
	（1）


式（1）中：表示地区在时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表示核心解释变量金融集聚水平；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干预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为待估参数；为随机干扰项；为白噪声过程且有；为空间权重矩阵，严谨起见，综合尝试了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及经济地理矩阵。
基于式（1），若，则广义嵌套形式退化为SAC模型；若，则广义嵌套形式退化为SDM模型；若，则广义嵌套形式退化为SAR模型；若，则广义嵌套形式退化为SEM模型。根据以上研究假设，预期大于零且在统计意义上具有显著性，即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
借鉴陆小莉等[32]的研究思路，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产业结构优化，本研究不仅考察了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的均衡性，还关注了其向更高级水平的演进，以及各区域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在确保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综合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该指数从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新化3个关键维度出发，旨在全面捕捉产业结构优化的多维特征，并用非参数几何方法测度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
第一，产业结构合理化。这表征了产业间的协调质量，衡量了要素投入结构与产出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即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分配和利用是否达到最优状态。在干春晖等[33]的研究基础上，构造式（2）来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
	
	（2）


式（2）中：表示地区在时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表示地区第产业在时期的生产总值；表示地区第产业在时期的从业人员数量。考虑到为反向指标，故采用式（3）将其标准化。
	        
	（3）



第二，产业结构高级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已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显著特征。包括金融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进一步加深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表示产业由低水平的第二产业向高水平的第三产业迭代的过程。用式（4）来描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
	
	（4）


式（4）中：表示地区在时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分别表示地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在时期的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结构高新化。高新化水平的提升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动力。为了定量评估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高新化水平，采用科技财政支出占该地区一般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这一指标反映了政府对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是衡量区域产业结构高新化水平的重要参数，如式（5）所示。
	       
	（5）


        式（5）中： 表示地区在时期的产业结构高新化水平；地区在时期的科技财政支出和总财政支出。
在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新化的基础上，根据几何指数综合计算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综合指标ISP。
	
	（6）


3.2.2    核心解释变量
金融集聚主要衡量考察区域内金融资源的集中化水平，学界对此使用的测度指标较多，而考虑到区位熵指数具备消除地区规模差异的优点，可较为准确地反映经济变量在特定区域内的空间分布情况，因此选用区位熵测量京津冀13个城市的金融集聚水平。具体测量公式如下：
	
	（7）


         式（7）中：表示地区在时期的金融集聚水平；地区在时期的金融从业人员总数；表示地区在时期的就业人口总数；表示在时期的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金融从业人员总量；表示在时期的全国就业人口总量。
3.2.3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对控制变量筛选如下：
人力资本（HC）。一般地，地区教育水平越高，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度越高，则能够从事较高级产业工作的人员越多。为减小量级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参考姚德龙[34]衡量人力资本的做法，选用京津冀各城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年末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地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通常，较高的人力资本可以推动制度创新与知识溢出，从而带动产业升级，也即，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性要素。
固定资产投资（Inv）。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会影响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进而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本指标用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衡量。
政府干预程度（GI）。通常，这是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手段，可以有效地引导资源配置。采用人均财政支出的对数来衡量政府干预程度，能够反映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程度和对特定产业的支持力度。
对外开放程度（FDI）。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可以提高地区的资本存量，还能通过知识溢出和产业链上下游联结影响产业结构变迁。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表示，并按年末汇率进行折算。
基础设施（Inf）。道路和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不仅有助于产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且能节约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借鉴于斌斌[21]的做法，用城市道路面积作为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存在不平衡性，但地区经济水平往往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决定力量；另外，经济发展能够提升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进而有利于从需求侧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某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本研究有关变量汇总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一览
	类型
	名称
	符号
	含义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ISP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解释变量
	金融集聚
	FIA
	金融集聚程度

	[bookmark: _Hlk119340710]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
	HC
	地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

	
	固定资产投资
	Inv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政府干预程度
	GI
	地区财政支出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bookmark: _Hlk119340686]
	基础设施
	Inf
	城市道路面积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地区生产总值



3.3    数据来源
考虑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以及准确性，由于国内金融集聚的相关数据开始记录于2010年，因此本研究使用2010至2022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城市层面数据测算。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及《 河北统计年鉴》。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当然，为消除量纲和绝对值带来的影响，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相关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量/个
	均值
	标准值
	最小值
	最大值

	ISP
	169
	1.894
	5.113
	0
	29.352

	FIA
	169
	0.252
	0.282
	0.051
	1.373

	HC
	169
	18.181
	18.693
	1.530
	62.784

	Inv
	169
	38 097.170
	23 071.110
	5 573.470
	124 446.200

	GI
	169
	10 077.790
	10 591.680
	1 456.390
	53 465.660

	FDI
	169
	1 676.820
	2 849.454
	14.111
	19 938.950

	Inf
	169
	3 317.450
	3 518.818
	497.000
	14 742.000

	GDP
	169
	4 616.140
	5 881.728
	633.810
	33 106.00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之前，需对空间权重矩阵进行设定。目前常用的空间权重矩阵有“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地理矩阵等。“0-1”邻接矩阵是一个全部由0和1组成的二维矩阵，其假定两个相邻地区拥有共同边界时才发生空间关联，被广泛用于空间图论分析，但由于存在拓扑不变性（topological invariance）等缺陷，无法刻画地理现象的空间分布特征。地理距离矩阵是一个由地理距离数值组成的二维矩阵，其假定地理距离的数值高低会对空间单元间的辐射力度造成影响，常用于空间插值分析，但对真实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描述有所不足。经济地理矩阵是一个由经济和地理数据组成的二维矩阵，适合研究地理现象的社会性质，特别是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来判断变量的空间关系，如城市之间的产业联系等。出于稳健性考虑，分别利用以上3种空间权重矩阵来评估京津冀地区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
基于式（1）~（7）计算京津冀13个城市2010至2022年的产业结构升级指数，并用Moran's I和Geary's C两个指数来进行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及其检验结果清晰显示京津冀13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表3  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
	年份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bookmark: RANGE!A1]年份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Moran's I
	Geary's C
	
	Moran's I
	Geary's C

	
	Moran's I
	P值
	Geary's C
	P值
	
	Moran's I
	P值
	Geary's C
	P值

	2010
	0.122
	0.050
	0.537
	0.009
	2017
	0.012
	0.026
	0.548
	0.047

	2011
	0.023
	0.064
	0.559
	0.043
	2018
	0.027
	0.026
	0.542
	0.042

	2012
	0.033
	0.024
	0.537
	0.040
	2019
	0.032
	0.025
	0.537
	0.040

	2013
	−0.022
	0.338
	0.844
	0.150
	2020
	0.036
	0.026
	0.537
	0.039

	2014
	0.044
	0.039
	0.546
	0.038
	2021
	0.037
	0.025
	0.536
	0.039

	2015
	0.012
	0.027
	0.549
	0.047
	2022
	0.039
	0.025
	0.537
	0.038

	2016
	−0.005
	0.046
	0.560
	0.052
	
	
	
	
	



4.2      模型筛选
实践中主要通过LM和LR检验来筛选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LM检验与LR检验结果
	LM检验
	LR检验

	Test
	Statistic
	P-value
	Model
	chi2
	Prob > chi2

	[bookmark: _Hlk131858763]spatial error
	vestigial of SAC

	Lagrange multiplier
	10.023
	0.001
	SAR  vs.  SAC
	22.390
	0.000【真实值是“0”还是小于0.001？准确表述】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bookmark: _Hlk131857051]11.647
	0.001
	SEM  vs.  SAC
	9.070
	0.003

	[bookmark: _Hlk118531104]spatial lag
	vestigial  of  SDM

	Lagrange multiplier
	9.148
	0.001
	SAR  vs.  SDM
	15.710
	0.000【真实值是“0”还是小于0.001？准确表述】

	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
	10.564
	0.001
	SEM  vs.  SDM
	2.380
	0.123


[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
[bookmark: _Hlk162687454]根据LM检验结果，spatial error的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统计量为11.647，相伴概率为0.001；同时，Spatial lag的Robust Lagrange multiplier统计量为10.564，相伴概率为0.001。【表中已清楚表现的内容不必再用文字简单赘述】也即式（1）中、与零【？】在统计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考虑到SDM模型和SAR模型要求，而SEM模型又要求，因此在上述4个模型中，应选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C）。同样地，LR检验也给出了的相似结果。SAC模型既不能退化成SAR模型（相伴概率0.0000【问题同前】＜0.0001），也不能退化成SEM模型（相伴概率为0.0026），这说明SAC模型优于SAR模型和SEM模型（“SACSAR”“SACSEM”）。进一步地，SDM模型虽不能退化为SAR模型（相伴概率为0.000 1），但却可退化为SEM模型（相伴概率为0.122 6），这说明SEM模型优于SDM模型，而SDM模型又优于SAR模型（“SEMSDMSAR”）。综合上述两方面，“SACSEMSDMSAR”，因此依然是空间自相关模型（SAC）最为恰当。


4.3        基本回归结果
考虑到SAC模型仅可使用固定效应而不能使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因此这里不再对其进行Hausman检验，直接给出SAC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包括了混合模型和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
表5  混合模型、面板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混合模型
	面板模型
	SACa
	SACb
	SACc

	FIA
	0.467***
	0.555***
	0.504***
	0.6340***
	0.518***

	
	(0.086)
	(0.097)
	(0.129)
	(0.142)
	(0.107)

	HC
	−0.032
	−0.053 4
	0.660
	0.840
	0.683*

	
	(0.132)
	(0.160)
	(0.416)
	(0.434)
	(0.334)

	Inv
	0.069
	0.012
	−0.384**
	−0.400**
	−0.374***

	
	(0.077)
	(0.088)
	(0.136)
	(0.135)
	(0.109)

	GI
	0.175
	0.204
	0.440
	0.351
	0.377*

	
	(0.097)
	(0.112)
	(0.364)
	(0.316)
	(0.190)

	FDI
	0.036
	0.015
	0.018
	0.053
	0.068

	
	(0.103)
	(0.101)
	(0.117)
	(0.110)
	(0.082)

	Inf
	−0.074
	−0.065
	−0.236
	−0.197
	−0.118

	
	(0.153)
	(0.171)
	(0.285)
	(0.297)
	(0.261)

	GDP
	0.236
	0.214
	0.440
	0.364
	0.349

	
	(0.124)
	(0.140)
	(0.360)
	(0.344)
	(0.216)

	C
	−0.011
	−0.015
	
	
	

	
	(0.053)
	(0.070)
	
	
	

	
	
	
	0.418**
	0.327*
	0.401***

	
	
	
	(0.147)
	(0.137)
	(0.101)

	
	
	
	−0.119
	−0.249
	−1.002***

	
	
	
	(0.234)
	(0.269)
	(0.134)

	
	
	
	0.300***
	0.334***
	0.237***

	
	
	
	(0.034)
	(0.034)
	(0.029)

	样本量/个
	169
	169
	169
	169
	169

	[bookmark: _Hlk118635330]R2
	0.570
	0.569
	0.515
	0.537
	0.551


注：SACa、SACb和SACc分别为将空间权重矩阵设置为“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地理矩阵的估计结果。
[bookmark: _Hlk171094994]
表5展示了混合模型、面板模型以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包括3种权重）的估计结果，不难看出无论是混合模型还是面板模型，均表示金融集聚都有助于所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当然，这一基本回归分析仅限于把握和判断金融集聚（及其他控制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方向，至于“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变化”有多少来源于本地区金融集聚（及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又有多少来源于邻近地区金融集聚（及其他控制变量）的作用，还需做进一步的效应分解。
4.3      SAC模型效应分解
借鉴Le Sage等[35]提出的SDM模型偏微分效应分解法，在SAC模型下，就金融集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进行分解。在SAC中，，所以式（1）简化为：
	
	（8）


式（8）中代入，有
	
	（9）


合并，整理得到
	
	（10）


不妨以（）表示矩阵的对角线元素（非对角线元素）求行平均，对式（10）求偏导得出
	
	（11）


式（11）右侧第一部分即金融集聚的直接效应；同理，也可以得到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及政府干预程度等）的直接效应。其经济含义是：受某些（可控/不可控）因素的作用，本地区金融集聚（FIA）的扰动，使得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ISP）发生变化，而后通过空间溢出作用（参数）导致邻近地区ISP也跟随变化，再而后邻近地区的ISP又反作用（通过参数）于本地区的ISP……如此循环反复并收敛，最终使本地区ISP所实现的增量水平。
[bookmark: _Hlk171095005]式（11）右侧第二部分即金融集聚的间接效应；同理，也可以得到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及政府干预程度等）的间接效应。其经济含义是同理可得。
具体测算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SACc模型的效应分解
	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FIA
	0.544***(0.106)
	0.321***(0.089)
	0.865***(0.089)

	HC
	0.704*(0.331)
	0.406(0.230)
	1.111**(0.513)

	Inv
	−0.381***(0.107)
	−0.229*(0.907)
	−0.609***(0.169)

	GI
	0.380*(0.184)
	0.233(0.153)
	0.613*(0.313)

	FDI
	0.073( 0.084)
	0.046(0.061)
	0.118(0.141)

	Inf
	−0.097(0.277)
	−0.072(0.205 5)
	−0.168(0.474)

	GDP
	0.346(0.218)
	0.211(0.179)
	0.566(0.379)



第1， 表3数据显示，就产业结构升级而言，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均通过了Moran's I和Geary's C检验，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京津冀13个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果，揭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内在联系和协同发展趋势。这种空间溢出效果是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它强化了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的互补发展。
（1） 科技金融集聚中心能够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从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这种辐射效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金融集聚中心作为区域经济的核心节点，具备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在金融机构、金融人才、信息共建共享等关键生产因素的资源动态优化过程中提供强大推力[36]，促进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另一方面，金融集聚中心的先进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也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扩散至周边地区，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实践，形成了金融支持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内各城市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2） 金融产业基于创新激励效应，作为产业创新的金融源泉，注入创新的动力池，支持相关的企事业单位发展，最终加强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37]。金融集聚中心通常具备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可以构建全新的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为科技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风险分散机制以及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和专业指导。这些措施不仅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还通过创新信息的扩散和技术合作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加强了产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这些创新活动不仅局限于集聚中心本身，还通过创新信息的扩散和技术合作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例如，金融集聚中心的风险投资和创业孵化平台，可以筛选出周边地区具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和专业指导，从而促进这些项目的快速成长和市场化应用。
（3）规模经济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共同作用于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科技金融集聚中心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和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形成了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根据2024年1月出台的《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加强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的通知》，金融集聚中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源导向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项目，促使低效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或退出市场，从而提升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力和结构优化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大幅提升成为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专业化水平、降低了信息搜集和处理成本，也通过资源共享和基础设施共用提升了整个区域的金融服务能力。同时根据表5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对核心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显著性水平达到1%，表征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金融集聚能够优化将稀缺的资源导向生产效率高、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项目，促使低效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或退出市场，从而提升区域内的产业竞争力和结构优化水平。
第二，金融集聚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变量的影响介于0.50 ～0.63之间，说明本地区的金融集聚均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推动作用；其次，参数ρ显著，表明ISP在空间单元之间存在溢出效果，也即，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带动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按照表6结果来看，直接效应的系数为0.544 3，占总效应的比重为62.9%（0.544 3/0.865 1≈62.9%）；间接效应的系数为0.320 8，占总效应的比重为37.1%（0.320 8/0.865 1≈37.1%）。这表明，前者的促进作用才是根本，约占影响总量的2/3；而后者的促进作用稍弱，约占影响总量的1/3。综上，这种对比不仅凸显了本地区产业集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关键作用，也进一步证实了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金融集聚能够通过资源配置赋能产业结构升级。不同地区间的体制存在差异性，生产要素在地区间存在势能差，形成资源要素的流动[38]，尤其是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流动，这将有助于打破地域限制，促进产业集聚区内的分工协作和资源优化配置。例如，在京津冀地区，要素流动、分工协作和知识溢出等现象的相互作用已经推动了相关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首先，金融集聚通过打造金融服务生态圈有助于将稀缺的金融资源配置到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从而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迫使落后产业寻求升级或退出市场。产业集聚通过促进要素流动、分工协作和知识溢出等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其要素流动、分工协作和知识溢出等现象的相互作用已然推动了相关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极。其次，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地促进了金融机构及其相关中介服务机构在集聚过程中完善了创新生态系统。这些创新活动不仅局限于集聚中心本身，还通过创新信息的扩散和技术合作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这种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还通过涓滴效应带动了邻近地区的产业发展。
（2）创新激励效应通过创新推动将生产要素的作用放大。首先，产业优化会带来人力资本的提升、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的扩大、技术创新和知识溢出、环境的改善以及金融业的集聚效应，从而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和发展[39]。在金融集聚区内，由于创新激励效应的存在，该地区的人才出于激励的动机对区域的产业创新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再者，集聚区内人才密度较高，人才间存在一定强度的竞争关系，从而提高了创新的动力，间接提高了产业创新的作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金融集聚区域通常具备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风险分散机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这些创新活动不仅局限于集聚中心本身，还通过创新信息的扩散和技术合作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这种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在资源配置、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推动了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促进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回归分析结果揭示了不同因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和性质。HC（人力资本）和GI（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系数为正，其直接效应均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Inv的系数为负，而FDI、Inf及GDP的系数缺乏显著性。这表征人力资本要素和政府干预程度要素在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通过提升劳动力素质、促进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动力；而政府干预程度的正系数则反映了政府政策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资金支持和市场监管等手段能够有效地引导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一方面，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资源条件，发挥人才引领作用、打造人才创新服务平台、聚集创新智慧等，是助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和科技性财政支出等政府干预政策，通过直接投入和引导，也能显著促进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人才引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赋能力量。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人才培养和引进，显著提升了人力资本对本地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当地的人才引领、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以及智慧聚集等措施有助于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邻近地区的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是区域内的而非跨区域的；这可能与人才流动的地域限制、信息不对称或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有关。
（2）政府等公共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SACc模型分析提出，固定资产投资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均为负，这表征京津冀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等重资产行业，而轻资产和高科技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作为推动产业发展和创新的重要财政工具，其撬动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少量的政府资金投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科技金融产业以及区域经济中，从而实现资本的有效放大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产业引导基金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导致其撬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因此，作为支持科技企业的重要力量，产业引导基金始终面临筹资难、退出难等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往往集中在基础设施和传统制造业等重资产行业，这些领域的高投入和长周期特性使得资金难以灵活调整和快速反应市场变化，从而限制了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此外，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无法满足现代化、轻资产、高科技产业对灵活资本和创新资源的需求。京津冀三地政府依托协同发展战略指导进行区域间顶层设计，切实出台相应的服务政策，产业引导基金和科技性财政支出等干预措施在本地区内加强金融等领域的产业设施建设[40]。因此，京津冀地区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减少对重资产行业的依赖，增加对高科技和服务业的投资，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金融集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金融行业本身。它通过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强化了资源配置效应，使得多出来的资金流向周边地区的相关产业，从而对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支持这些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集聚与科技金融生态的建设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推动了科技与金融的深度融合，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最后，金融集聚不仅对外辐射，也为本地区的企业提供了丰富的金融资源和服务，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资源和服务进行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5     稳健性检验
出于严谨考虑，同样使用SDM模型、SAR模型及SEM模型等这3种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同时，考虑到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众多且各具优劣，为了检验模型稳健性，替换了产业结构升级的测度指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一和二产业增加值”得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的替代测度。此外，鉴于3个控制变量FDI、Inf和GDP均缺乏显著性，还将其从SAC模型中予以去除。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SDM
	SAR
	SEM
	SAC（替换因变量）
	SAC（去除部分控制变量）

	FIA
	0.390
	0.913***
	0.854***
	0.072***
	0.068***

	
	(0.164)
	(0.136)
	(0.083)
	(0.017)
	(0.016)

	HC
	0.650
	1.254**
	1.248***
	0.050
	0.022*

	
	(0.409)
	(0.434)
	(0.363)
	(0.049)
	(0.011)

	Inv
	−0.229
	−0.500***
	−0.547***
	−0.100***
	−0.097***

	
	(0.189)
	(0.141)
	(0.117)
	(0.015)
	(0.012)

	Gov
	0.397
	0.658*
	0.527*
	0.420***
	0.410***

	
	(0.353)
	(0.303)
	(0.236)
	(0.044)
	(0.019)

	FDI
	0.077
	−0.027
	0.030
	−0.024
	

	
	(0.109)
	(0.104)
	(0.094)
	(0.014)
	

	Inf
	0.118
	−0.069
	−0.027
	0.018
	

	
	(0.298)
	(0.298)
	(0.287)
	(0.036)
	

	Gdp
	0.196
	0.545
	0.402
	−0.001
	

	
	(0.383)
	(0.327)
	(0.266)
	(0.040)
	

	
	−0.736***
	−0.215*
	
	0.557***
	0.584***

	
	(0.126)
	(0.102)
	
	(0.061)
	(0.045)

	
	
	
	−0.571***
	−0.438*
	−0.484**

	
	
	
	(0.132)
	(0.173)
	(0.150)

	
	0.236***
	0.312***
	0.275***
	0.005***
	0.005***

	
	(0.027)
	(0.034)
	(0.031)
	(0.001)
	(0.001)

	观测量/个
	169
	169
	169
	169
	169

	R2
	0.557
	0.487
	0.500
	0.807
	0.780



从表7不难发现，无论使用SDM模型、SAR模型还是SEM模型，抑或更换原SAC模型中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更或是去除掉原SAC模型中的部分控制变量，结果均显示：（1）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效果；（2）人力资本和政府干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3）当下，京津冀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4）现阶段，京津冀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对其产业结构升级形成清晰影响。这些结论与前述分析保持一致，说明本研究得出的结果稳健、可靠。
6    结论与启示
[bookmark: OLE_LINK52][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3]在新质生产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对于完善一个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至关重要，其影响机制一直是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本研究从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等机制出发，优选SAC模型，分别从“0-1”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的视角，分析了京津冀地区科技金融集聚对产业结构现代化升级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1）京津冀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2）无论是本地区还是邻近地区的科技金融集聚均对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作用；（3）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干预程度可加速或减缓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基于上述结论，在京津冀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下，京津冀13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科技金融集聚要充分重视各要素的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主要政策启示有：
（1） 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加强区域协调和互联互通，充分发挥科技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区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考虑到金融业的空间联系和空间溢出效应，应注重科技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与现代化产业结构布局的匹配度，促进京津冀产业链区域配套能力提升，积极推进京津冀产业链区域集群化发展，形成从北京知识技术创新源到天津创新转化基地再到河北先进制造的现代化产业网络架构[41]。京津两地作为科技金融集聚中心，对周边地区存在虹吸效应，通过科技金融服务生态圈的构建，促进资源、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和共享，加强区域间的产业链协同；同时，通过产业转移提升河北城市的承接能力和其他边缘城市的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内的产城融合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城市群整体框架下，加强区域协调联动，推动产业结构的区域转移升级。明确各城市的要素禀赋优势和发展定位，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特色突出的产业合作格局，将区位引力强化为核心动力，推动协同联动网络建设。在疏解过程中，北京可以与周边地区如天津、河北等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推动科技企业金融服务生态在区域内的联合转化和应用。同时，通过产业转移提升河北城市的承接能力和边缘城市的发展水平，促进区域内的产城融合和经济均衡发展。【重重复复！】
（2） 伴随金融业数字化水平的提高，科技金融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将得以充分发挥。金融数字智能化是科技金融的创新趋势，存在智慧化和高端化的特征，对京津冀地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至关重要。为了提高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更好地发挥政策协同效应、平衡科技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需要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加强协同效应，创新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产学研联动，以及强化风险监管与考核激励机制。未来，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应充分引导跨区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创新，在区域产业一体化理念下促进产业协同合作和资源自由流动，提高经济发展的数字化水平，最大化产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正向推动作用。随着现代化产业发展的数字化水平提高，对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强产业竞争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42]，产业集聚对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将得以充分发挥。京津冀三地应加强区域协同合作，确保三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享有公平的参与权和表达权，考虑各方利益，制定效益最大化的决策，构建共创共赢共享的京津冀经济共同体，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提升基础设施共享水平和优化资源配置，助推京津冀协同联动网络格局的构建，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进程。首先，通过新型信息通信技术，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加强信息共享，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能更准确地评估信贷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降低交易成本，这不仅促进了服务的正向溢出效应，而且有助于打破区域信息壁垒，形成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辐射。其次，注重资源的空间配置与产业布局的匹配度，确保资源能够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为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协调京津冀地区科技金融的发展，在后续发展规划中，需要改变投资驱动型产业的发展模式，打通投贷联动机制，畅通金融、科技、产业之间的循环。
[endnoteRef: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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